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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 我国税收体系的“ 绿色性质” 主要是通过资源税、 车船税、 消费税等税种间接体现， 这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环境资源使用成本， 促进资源节约利用， 抑制污染物产生。 但针对污染物 （ 如
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固体废物、 噪音等） 直接征收的独立环境税尚未建立， 目前只是通过排污费
制度发挥规制和调节作用。 此类环境税的缺失， 削弱了我国环境税体系在治污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降低了减排激励。 2014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 环境保护税立法得到多部门 （ 财政部、 环
境保护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的积极推进， 《 环境保护税法 （ 草案稿）》 已报送国务院， 并列入国家立
法计划之中。 可见， 环境税已成为我国治理环境污染、 解决严峻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 有鉴于此， 势
必需要对我国实施环境税的预期政策效应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针对环境税的政策效应， 国外围绕环境税“ 双重红利” 的文献数不胜数。 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
“ 双重红利” 的定义和内涵有所不同。 早期学者主要围绕环境税的“ 效率红利” 展开研究 （ Pearce，
1991； Goulder， 1995； Bovenberg 和 De Mooij， 1997） 。[1- 3]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国家失业问题日益
加 剧 ， 学 术 界 兴 起 对 环 境 税 “ 就 业 双 重 红 利 ” 的 研 究 （ Bovenberg 和 De Mooij， 1994； Goodstein，




（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通过构建个体异质性世代交迭模型， 对我国环境税政策的环境、 经济、 福利和分配
效应进行综合性定量分析。 研究表明， 环境税税率确定应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增长和减排目标， 在开
征初期采用低税率， 并反映环境税与宏观经济顺周期的关系。 总体而言， 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的环境
税政策比增加整体税负的非税收中性政策更优。 环境税在不同的支出用途和税收返还形式下， 其政
策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政府需要权衡效率和公平， 选择符合施政目标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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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e Mooij （ 1994） 发现提高环境税的同时又降低工薪税， 由于环境税的税收交互效应超过收入循环
效应， 就业会减少。[4]而国际劳工组织 （ ILO， 2009） 对欧洲 9 个国家的“ 就业双重红利” 进行验证，
发现在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 在 2014 年能提高 0.5%的就业机会。[7]在国际实践中， 环境税
实施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民众对环境税公平效应的质疑。 对于单一实施环境税具有累退性， 学术界已
有基本共识 （ Wier 等， 2005； Ruiz 和 Trannoy， 2008； Bureau， 2011） 。[8- 10]但有学者发现通过对税收返
还形式的有效设计， 能够降低甚至消除环境税的累退性， 从而提出环境税的“ 分配双重红利”， 即 在
提 高 环 境 税 的 同 时， 如 果 通 过 降 低 个 人 所 得 税 等 方 式 减 少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税 负， 则 可 以 改 进 社 会 的
收入分配状况， 实现进一步的社会公平， 获 得 所 谓 的“ 收 入 分 配 红 利” （ Budzinski， 2002） 。[11]Chi-
roleu- Assouline 和 Fodha （ 2014） 认为在实行环境税改革的同时， 降低工薪税的比例税率并提高累进
税率， 可以改进环境税的累退性。[12]在“ 分配双重红利” 的研究中， 世代交迭模型得到广泛采用， 因
为它被认为更适合引入个体异质性。
国内对环境税政策效应的分析主要以碳税为研究对象， 政策效应集中于环境税对环境保护和宏观
经济的影响， 且大多选择 CGE 模型 （ 曹静， 2009； 童锦治和沈奕星， 2011） 。[13- 14]国内对环境税“ 就业
双重红利” 和“ 分配双重红利” 的研究在早期很少， 在近期文献中逐渐被关注。 陆旸 （ 2011） 通过向
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不同碳税政策进行模拟， 估测开征碳税对产业和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研究结
果显示， 即使是将碳税收入用于降低低碳行业的个人所得税， 我国环境税在目前的条件下还难以实现
“ 就业双重红利”。[15]张晓娣 （ 2014） 对碳税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测算发现碳税具有累
退性。[16]总体看来， 我国对环境税政策效应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 政策效应研究在模拟之
前缺少环境税税率范围设定的量化依据。 第二， 缺少对环境税公平效应和代际间效应的研究。 第三，
较少关注社会个体的异质性。
因此， 本文以独立环境税为研究对象， 在定量确定我国环境税的最优税率及其动态范围的基础
上， 构建多期异质性世代交迭模型， 考察不同实施方案下环境税的综合政策效应。 在此基础上， 本文
提出环境税政策设计的合理建议。
二、 异质性世代交迭模型的构建
本文构建一个异质性世代交迭模型 （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简称 OLG 模型） ， 引入环境
外部性和不同类型税收等要素， 并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扩展： （ 1） 考虑我国劳动力效率的差异性，
该差异来源于年龄和能力， 劳动效率差异导致个体工资水平具有异质性。 （ 2） 考虑生产过程伴随污
染物排放， 环境质量的恶化对产出有负面影响， 厂商选择减排行为。 （ 3） 考虑多功能型政府， 征收
消费税、 工薪税、 资本税和环境税， 并进行多项支出， 包括一般政府转移支出、 养老金支出和污染治
理支出。
（ 一） 异质性劳动力
根据 《 中国统计年鉴》 统计， 近几年我国居民平均寿命约为 75 岁。 因此， 本文假设个体一生包
括三个阶段， 即 20 年学习阶段、 40 年工作阶段和 20 年退休阶段。 如果将第一阶段缩短为一个时点，
那么模型中仅包括生命周期的后两个阶段。 假设人口的增长率为 0， 每期都有新的一代出生， 新生代
s=1 对应现实中年龄为 21 岁。 每一代都在 60 岁时退休 （ 即 s=R=40） ， 且能存活的最大年龄为 80 岁
（ s=J=60） 。
假设个体的效用大小仅与劳动和消费有关， 不考虑环境对个体效用的影响。 个体是完全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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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βs-1 ∏sz=1 准t+z-11 1u cj,st+s-1 , lj,st+s-1t t （ 1）
其中， c
j,s
t+s-1 表示 j 类型消费者的各期消费； l
j,s
t+s-1 表示 j 类型消费者弹性提供的劳动； β 为贴现因子； 准
为存活率。 为了简化， 假设各年龄层的存活率不变， 年龄为 s 岁的个体存活至 s+1 岁的概率为 准s ， 且
准0 =100%、 准J=0。 瞬时效用函数采用不变相对风险厌恶函数， 具体形式表示为 （ 省略表示类型和年龄






。 其中， η 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γ 表示效用中消费的权重。
假设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来源于劳动效率的不同， 由效率类型和年龄决定。 效率差异会导致工资
水平不同， 从而引起消费和储蓄水平的差异。 借鉴 Heer 和 Alfrend （ 2009） 的设定， 假设劳动效率定
义为 e
j,s
≡y軃 s εj ， εj≡ ε1 ， ε2ε表示两种效率类型， 体现了个体接受教育和掌握技能的恒定差异， y軃 sεε
表示年龄 - 平均效率组合。[17]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消费者面临不同的预算约束。 在工作阶段， 效率类别为 j 的 s 岁个体， 面临
的预算约束如式 （ 2） 所示：
1+gAt ta
j,s+1
t+1 = 1+ 1- τtt trtε εa
j,s




t+s-1 +trt+s- 1 - 1- τct tc
j,s
t+s-1 （ 2）





资收入； trt+s- 1 为政府转移支付； a
j,s
t+s- 1 为 j 类型劳动力持有的资本； rt 为资本收益率； τa 为资本收益税
率； gA 为外生的经济增长率。
在退休阶段， 消费者不再向企业提供劳动， 而得到养老金， 其预算约束如式 （ 3） 所示：
1+gAt ta
j,s+1









t+s-1 为 j 类型个体所得到的养老保险。
（ 二） 代表性企业
本文假设， 经济中存在大量同质且完全竞争的企业， 生产投入为资本和劳动， 企业以利率水平 rt
在资本市场上租用资本， 以工资率 ωt 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 另外， 假设生产技术为规模不变的柯

















借鉴 Heutel （ 2012） 的设定， 假设环境质量能够影响企业产出， 以体现污染排放的外部性， 设定
企业产出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如式 （ 5） 所示：[18]
Yt= 1- d2 x
2
t -d1 xt -d0t tF Kt ,N
i
t
t t （ 5）
其中， xt 表示 t 期的污染存量， 该污染存量是动态变化的， 如式 （ 6） 所示：
xt =ρxt-1+Pt （ 6）
其中， ρ 表示污染存量的衰减率； Pt 为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污染物流量。 假设 Pt 与企业产出、 企业私
人减排之间的关系如式 （ 7） 所示：
Pt= 1- μtt th Ytt t= 1- μtt tY
1-φ
t （ 7）
其中， μt 为污染物减排量占污染物产生量的比例； φ 表示污染物产生量与企业产量之间函数关系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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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政府对企业排污征收税率 为 τe 的 环 境 税， 以 激 励 企 业 采 取 减 排 行 为 而 减 少 污 染 物 排 放。 借 鉴
DICE （ 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模型最新版 本 DICE- 2013R （ Nordhaus
和 Sztorc， 2013） ， 假设企业的减排成本是减排比例和产出的函数， 设定如式 （ 8） 所示：[19]
zt =g μt  Yt=θ1μ
θ2
t Yt （ 8）
基于以上的设定， 企业选择资本、 劳动力和减排比例最大化其利润， 如式 （ 9） 所示：




出， 以及分别用于降低工薪税、 资本税和消费税。 前两种情形属于非税收中性的政策方案， 会增加社
会总税负； 而后三种政策情形符合税收中性原则， 社会总体税负不会增加。 另外， 将不征收环境税的
情形作为基准， 以便于比较。
1. 不征收环境税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 政府征收消费税、 工薪税和资本税 （ 合计为 Tt） 用于政府一般性支出 Gt 和转移
支付 Trt ， 社会上所有遗产 Beqt 归政府支配。 本文假设政府的一般性支出为经济产出的固定比例 （ 即
Gt=g軃Yt） ， 在模拟的过程中， 政府的预算平衡由转移支付进行调节。 因此， 政府在 t 期的预算平衡表
示为式 （ 10） 所示。 以上三种税的合计额为 Tt ， 如式 （ 11） 所示：
Gt+Trt =Tt +Beqt （ 10）
Tt =∑τc c
s
t+s-1 +τa rt a
s






假设征收环境税收入用于增加公共财政收入， 统筹支出。 在该情形下， 社会总税负将会增加， 属
于“ 非税收中性” 的政策方案。 政府支出的预算平衡公式 （ 10） 可以修改为式 （ 12） ， 即：
Gt+Trt =Tt +τe Pt +Beqt （ 12）
3. 用于治污专项支出
假设环境税收入专项用于治理环境污染， 政府减排专项支出的平衡公式如式 （ 13） 所示：
G
e
t =τe Pt （ 13）
原污染物存量的动态公式修改为式 （ 14） ， 即：
xt =ρxt-1+Pt -ξt G
e
t （ 14）
其中， ξt 表示治理污染专项支出的产出投入比， 体现治污技术高低。
4. 按照税收中性原则进行税收返还
税收中性原则要求环境税的实施不增加社会总税负。 我国正推行结构性减税改革， 企业税负的降
低为环境税开征提供一个良机。 另外，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开征环境税也能缓解财政减收的压力。 为模
拟此情形， 假设环境税收入分别用于降低工薪税、 资本税或消费税的税率， 以保持总体税负不变。 在
政府预算平衡公式 （ 12） 中， 除环境税之外的其他税收总额 Tt 相应变为 T
′
t ， 政府预算平衡公式如式
（ 15） 所示， 即：
Gt+Trt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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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社会保险
假设社会保险采取现收现付制， 社保部门向当期劳动个体收取保费， 以支付养老金给当期退休个











在均衡条件下， 养老保险预算达到平衡， 养老金替代率 ζ 假设是恒定的。 社保部门通过调整保险
贡献率 （ 保险费率） τb 以平衡社保预算。
三、 参数校准
（ 一） 经济人口方面的参数校准
考虑初始均衡状态下， 经济体没有征收环境税， 即 τe=0。 为求得稳态变量值， 采用在增长模型
中通常设定的参数值。 根据林伯强和孙传旺 （ 2011） 的研究结果， 设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弹性 α=0.4；[20]
资本折旧率 δ 取常用的 0.1。 在效用函数中， 消费弹性 γ=0.32； 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η=1.5； 贴现因子
β=0.99。 利用我国经济统计数据进行校准， 得预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g軃=0.18； 工薪税税率取
τw=0.15； 消费税税率取 τc=0.3； 资本税税率取 τk=0.3； 养老保险替代率取 ζ=0.1。 根据 《 中国 2010 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 计算年龄在 21- 80 岁之间的人口死亡率， 以校准存活率 准。 ①设定异质性个体
劳动效率 e(s,j)=y軃 s εj 时， 借鉴 Hansen （ 1993） 的方法， 利用我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 （ 1997、 2000、
2004、 2006） 四年的微观调查数据， 测算我国年龄 - 效率组合 y軃 s≥軃。[21]
（ 二） 环境方面的参数校准
借鉴 Heutel （ 2012） 的校准值， 减排成本函数系数为 θ1 =0.056、 θ2 =2.8； ρ 表示污染存量的衰减
率， 本文采用 Heutel （ 2012） 按照 83 年半衰期估算出的参数， 为 0.9979。[18]同样， 借鉴 Heutel （ 2012）
方法， 利用我国经济和环境统计数据， 通过回归分析估测生产污染弹性； 分别采用 ARIMA、 OLS 和
固定效应三种估计方法， 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污染弹性范围为 0.579~0.721， 本文取三个估计结果的平




环境税税率的确定对政策效果至关重要。 因此， 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优环境税是必要的， 也是




的出发点。 因此， 本文基于 DICE- 2013R 模型， 增加我国经济增长和减排目标的双重约束， 分析不同
经济增长速度下我国最优环境税的动态税率水平。 借鉴林伯强和孙传旺 （ 2011）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
测， 设定以下三种经济增长情形： 8%~9%为高速增长情形， 7%~8%为基准情形， 6%~7%为低速增长
————————
①为了简化模型， 假设各年龄段个体的存活率是恒定的。
②本文分别采用 ARIMA、 OLS 和固定效应估计方法， 由于篇幅有限， 这里省略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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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20]此 外， 根 据 我 国 承 诺 的 减 排 目
标增加减排约束条件： 以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的降低
不 少 于 40%为 条 件 进 行 校 准 。 采 用
GAMS24.1.3， 在高速增长、 基准增长和
低速增长三种情形下进行模拟， 图 1 显
示了 2010 年至 2050 年最优碳税的动态
路径。 随着时间推移， 税率整体呈上升
趋势； 且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 减缓）
时， 税率水平会升高 （ 降低） 。 由此可
见， 我国最优环境税是顺周期的， 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我国宏观经济的波
动， 合理确定适宜税率水平， 以实现“ 保增长” 和“ 促减排” 的双重目标。
（ 二） 税率的转换
上文模拟得到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最优碳税， 这是一个从量税， 且是针对碳排放征收的。 为了便
于开展环境税政策效应的研究， 需要将针对碳排放征收的从量税转换为一般性比例税， 以确保和下文





其中， t 表示定量税额， C 表示含碳燃料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额， Ej 表示不同能源的消费量， P軈j 表
示各类能源的平均价格。 t 来自于前述部分通过我国环境经济综合评估模型估测出的最优碳税的定量
税率； C 的计算方法是根据 《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所提供的基准方法， 即：
碳排放量 = 燃料消耗量×碳排放系数
碳排放系数 = 低位发热量×碳排放因子×碳氧化率×碳转化系数
由表 1 可 以 看 出， 当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放 缓 时， 环 境 税 税 率 适 宜 采 用 较 低 税 率
水 平， 缓 解 环 境 税 产 生 的 经 济 压 力； 若
经 济 增 长 提 速 ， 则 污 染 排 放 也 将 增 加 ，
相应 提 高 环 境 税 税 率 可 以 加 强 污 染 控 制
力 度 。 从 目 前 我 国 经 济 增 长 情 况 来 看 ，
环境税税率的适宜范围是 0.02~0.15。
（ 三） 环境税方案设计
本文设定 τe=0、 τw=0.5、 τk=0.3、 τc=0.3 为基准模型。 环境税实施方案分为税收中性方案和非税
收中性方案。 税收中性是指国家进行税制改革要以社会已付出的税款为限， 不能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
额外损失或负担。 因此， 在税收中性方案中征收环境税的同时， 适当降低其他税种的税率。 在非税收
中性改革方案中， 根据环境税的支出用途分为增加财政收入和用于专项减排两种形式。 环境税实施方
案设计如表 2 所示。 本文在模型设计和参数校准的基础上， 使用 GAUSS10 编程的方式， 模拟环境税
的不同实施方案。









图 1 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最优碳税的动态路径 （ 2010- 2050 年）
表 1 不同经济增长情形下的环境税税率
高速情形 基准情形 低速情形
最小值 2.36% 2.39% 2.44%
最大值 20.9% 15.68% 11.36%









降低工薪税 降低资本税 增加财政收入 用于专项减排
环境税税率 0 0.10 0.10 0.10 0.10
工薪税税率 0.15 0.10 0.15 0.15 0.15
资本税税率 0.30 0.30 0.15 0.30 0.30









福利在环境税实施前后的变化率， 如表 3 所示。
表 3 环境税政策的静态效应
相对基准情形的变化率 （ %） 资本存量 劳动力供给 消费 总产出 污染排放量 污染存量 社会总福利
τe=0.10
增加财政收入(SS1) - 13.66 - 0.04 - 8.44 - 5.74 - 60.56 - 57.63 - 1.42
专项支出用于减排(SS2) - 15.38 1.38 - 13.38 - 5.19 - 60.49 - 79.85 - 2.47
降低工薪税(SS3) - 9.28 - 0.04 - 4.71 - 3.87 - 60.32 - 57.82 - 0.77
降低资本税(SS4) - 5.45 - 2.07 - 6.26 - 3.47 - 60.27 - 57.81 - 0.83
降低消费税(SS5) - 8.61 1.54 - 3.24 - 2.66 - 60.17 - 59.82 - 0.68
τe=0.15
增加财政收入(SS6) - 15.53 - 3.21 - 11.32 - 8.38 - 75.62 - 71.73 - 1.62
专项支出用于减排(SS7) - 18.06 0.88 - 15.51 - 6.68 - 75.48 - 92.37 - 2.83
降低工薪税(SS8) - 11.24 0.62 - 7.72 - 4.32 - 75.29 - 71.85 - 1.36
降低资本税(SS9) - 7.50 - 1.41 - 9.22 - 3.89 - 75.26 - 73.05 - 1.42
降低消费税(SS10) - 13.14 - 0.57 - 8.88 - 5.82 - 75.41 - 72.43 - 1.44
在环境效应方面， 由表 3 看出， 征收环境税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力度很明显， 环境税在我国能够获
得显著的“ 环境红利”。 其中， 改善环境质量效果最优的是将环境税收入专项用于治理污染的方案，
最不理想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征税方案。
在经济效应方面， 从表 3 看出， 无论采取何种税收用途或返还方式， 即使征收低税率， 环境税的
实施都会对资本存量、 消费和总产出产生负面影响。 其中， 两种非税收中性实施方案对资本存量和消
费产生的负效应最大， 因为社会总税负额外增加， 挤出社会投资， 致使资本积累减少， 产出减少， 总
消费也大大减少。 相比之下， 税收中性方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扭曲程度恶化， 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
和经济增长的平衡。 如果降低资本税税率， 则使资本更有吸引力， 从而缓解环境税开征对企业资本投
入的负面影响； 如果降低消费税税率， 则能够缓解对消费的损害。
在劳动供给方面， 专款专用于公共减排和降低消费税进行税收返还，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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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对就业的负向规模效应①， 从而实现环境改善和提高就业的“ 就业双重红利”。
在社会福利方面， 环境税实施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降低②， 理论上的环境税“ 强双重红利” 在我
国没有得到验证。 在两种非税收中性情形下， 社会总福利损失较多， 环境红利和经济、 社会福利存在
明显冲突。 对于仍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而言， 该方案很可能会使得环境税遭遇公众反对和政治阻碍。
如果政府希望能在达到环境改善目标的同时保证效率损失尽可能降低， 则税收中性方案优于非税收中
性方案， “ 弱双重红利” 在我国成立。
随着税率提高， 不同环境税的实施方案对资本存量、 消费、 总产出和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更大。
税收中性实施方案仍然比非税收中性方案更优。 在以降低工薪税作为返还方式的情形下， 工薪税减少
对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超过实施环境税对就业的负向影响， 就业增加， 环境税的“ 就业双重红利” 显
现， 且该方案对社会福利的负向影响最小。 因此， 以降低资本税为返还方式能在一定程度缓解环境税
政策对资本存量和产出的冲击。
图 2 显示了五种环境税改革设计方案下， 征税前后的经济稳态处于不同效率的工人储蓄和劳动供
给的变化情况。 环境税用于增加财政收入、 用于专项减排支出和用于降低资本税时， 低效率工人的劳
动供给降低幅度比高效率工人更大， 储蓄下降得也更多。 环境税开征使得社会总产出减少， 对劳动需
求降低。 由于低效率工人的劳动边际产出低于高效率工人， 企业会更愿意留下高效率工人， 而减少对
低效率工人的需求。 当环境税收入以降低消费税为返还形式时， 低效率工人的劳动供给增加更多， 消
费税的降低使实际价格降低， 低效率 （ 低收入） 家庭会增加那些非必需品的消费， 促使他们更愿意去
工作来增加收入。 相比之下， 高效率 （ 高收入） 家庭的需求价格弹性可能更小， 因而其消费和劳动供
给受到影响不明显。 总体来看， 低效率工人更易受环境税影响。
图 2 不同环境税政策情形下， 不同效率劳动力的储蓄和劳动供给
注： SS1——增加一般预算收入； SS2——专项用于减排支出； SS3——降低工薪税； SS4——降低资本税； SS5——降
低消费税。 实线——期初稳态； 虚线——期末稳态。
————————
①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由于环境税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 进而缩小了企业的生产规模， 减少了企业吸纳工人
的数量， 即为负向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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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实施方案情形下， 代际内不同效率工人的福利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 很明显， 无论税率高
低， 环境税收入专项用于减排的方案对所有工人终生福利的负面影响最大， 且低效率工人受损程度更
高。 在低税率下 （ 税率 =0.1） ， 以降低消费税为返还方式的改革方案使得低效率工人的福利损失大于
高效率工人， 环境税实施具有累退性， 不利于实现社会福利分配的公平性。 在高税率下 （ 税率 =0.15） ，
虽然以降低工薪税为返还方式的改革方案的效应最佳， 但未能实现分配公平。







低效率工人 （ 0.1） 高效率工人 （ 0.1） 低效率工人 （ 0.15） 高效率工人 （ 0.15）
图 3 不同环境税政策情形下， 不同效率工人的福利变化




还形式的方案。 如果以公平为目标， 则以降低资本税作为税收返还方式的方案是可选之策， 在实现公




响： 福利变化值 = 开征环境税时的终生福利效用 - 没有征收环境税时的终生福利效用。
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不管采取哪一种环境税征收方案， 环境税的开征需要付出一定程度的福利成
本。 在低税率下 （ 见图 4） ， 改革成本最大的是环境税收入用于专项减排； 成本最小的是以降低消费
税的形式进行税收返还， 且福利损失在 60 期后开始逐渐减小。 因此， 从跨际间的效应来看， 环境税
用于降低消费税是最优的。 但从代际间公平来看， 在以降低消费税为返还形式的方案下， 享受更优环
境的世代承担的成本更小， 这有违公平原则。 高税率的情况有所不同 （ 见图 5） ， 在环境税收入用于
降低资本税的方案下， 低效率工人所需承担的福利成本最小， 且改革成本更多的是由享受到更好环境
的后代承担， 符合公平原则。
图 4 不同环境税政策情形下， 不同效率工人的代际福利变化 （ 环境税税率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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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环境税支出用途和返还形式， 对环境税的环境、 经济、 福利和分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得出以下
主要结论。
1. 环境税开征初期， 最优环境税税率水平较低， 且与宏观经济呈顺周期关系。 由于目前我国正
处在经济调速换挡阶段， 环境税税率不宜过高。 根据本文测算的合理范围为 2%~15%， 未来可随时间
推移进行适当调整。
2. 我国开征环境税会对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理论上的“ 强双重红利” 并不成立； 而“ 弱双
重红利” 得到验证， 即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的环境税方案比非税收中性方案更有效率。 与发达国家不
同， 我国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 实现“ 就业双重红利” 并非是我国开征环境税首要
目标。 我国政府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 并在实施过程中平衡效率与
公平。 在效率方面， 低税率下以降低消费税为返还方式的政策方案最优， 高税率下以降低工薪税为返




缺位的问题。 当前具备开征环境税的有利条件： 一是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等环境污染问题， 使得社会
公众环保意识高涨， 利用环境经济政策规制污染、 改善环境是众望所归。 二是结构性减税改革不断推
进， 企业税负减轻。 此时， 开征环境税更容易为企业所接受， 还能减缓财政减收压力。 所以， 应抓住
当前良好时机， 积极推进环境税制的建立和完善， 促进环境税立法。
2. 环境税税率的确定应综合考虑经济增长波动和排污目标。 在经济增长较快时， 适当提高税率；
在经济放缓时， 适当降低税率。 考虑到我国企业的负担能力、 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以及社会分配差距
加大等问题， 在环境税的开征初期最好设置相对较低的税率水平， 循序渐进分阶段逐步提高。
3. 环境税收入的支出用途和返还形式是政策设计的关键。 一般情况下， 环境税专项用于减排支
出的方案通常在开征初期使用， 能够有效改善环境。 但这种方案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 会额外增加税
负， 对生产和消费有较大的不利影响。 我国应根据税种中性原则设计环境税实施方案， 与正在推进的
结构性减税形成联动和配合， 以保持总体宏观税负的稳定。 政府在设计环境税实施方案时， 应慎重考
虑施政的目标， 权衡效率和公平， 综合考量环境税的政策效应。 此外， 在实施环境税的过程中， 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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